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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采用 CSS2008 － 2015 数据以及相关田野调查资料对当代中国

农民的社会分层进行研究。研究发现: 第一，农民分层呈金字塔型，从高到低

分别是农村干部、农村企业主、农村个体户、打工者、兼业务农者、纯务农者和

无业者。第二，纯务农者比例逐年减少，兼业务农群体扩大。第三，代内流动

有向上的路径，但农村干部存在一定的阶层固化。第四，农村个体户和打工

者向下流动相当普遍。第五，阶层的代际传递主要通过教育产生间接影响。
这些特点显示，过去十多年农民的社会分层并没有完全定型，还存在从纯务

农向非农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和空间，农民兼业成为明显的社会阶层现象，但

这个机会和空间又显得比以前局促。整体来看，对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而

言，其内部的分层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其整体的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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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社会学大多是围绕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社

会巨变而展开研究，社会分层是这种巨变的重要表现，因此，社会分层

和社会流动成了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农

民的社会分层一度是社会分层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是在过去十多年又

趋于沉寂，没有像中产阶层研究那么火热。为什么社会学界对农民的

社会分层突然变得不那么有兴趣了呢? 农民的社会分层难道已经定型

了或者不再重要了吗? 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四期数据

(CSS2008 － 2015)，结合我们在农村长期开展的田野调查研究，旨在回

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与十年前相比，当前农民分层结构是否有明显

的不同? 第二，这样的社会分层结构对农村乃至整个中国有着什么样

的影响或意义?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本文尝试探讨当代中国农

民改善其经济社会地位的空间和可能性路径问题。

一、改革开放与农民分层研究

由于户籍制度的关系，中国农民首先不只是一个职业概念，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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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会身份。户籍制度曾把全中国人口分为两类，即农业户口与非农

业户口，而持农业户口者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民。户口成为社会身份的

标签，非农户口与农业户口在社会身份上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这种

等级差异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而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消失，在某些方

面还有所扩大。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得到

释放，农业户口人群和非农户口人群内部出现了分化和分层。这里所

说的农民分层就是指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或者说农业户口持有者)

内部的社会分层，而不是指作为职业概念的农民( 指从事农业生产的

那些人)内部的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描述的是社会关系的等级排序，是一个描述不平等的

这些系统性 结 构 的 一 般 术 语”( 克 朗 普 顿，2011:13)。正 如 马 克 思

(1959:1)所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

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

梯”。尽管现在有关分层的理论有自由主义、功能主义、冲突论等，它

们不外乎来源于两个传统: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人们的阶级地位，阶级之间不仅

是不平等的，而且存在着剥削、压迫和统治关系。而韦伯则认为，影响

阶层地位的不限于经济因素，还有权力和声望，由此衍生出后来的各种

各样的分层，如职业分层、收入分层、消费分层，等等。在最近的一些新

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研究中，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分层理

论在一些看法上趋向融合，或者说相互吸收彼此的一些看法( 格伦斯

基，2006)。这体现出社会分层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视角的多样性。中

国农民分层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发展脉络中展开的。
在以前的阶层分析中，农民似乎是一个在不断消失的阶层。比如

在马克思(1959)看来，农民最终会因为分化为无产阶级或者自雇者、
小业主等而消失，但是，这样的分析不一定适合中国的情况。作为社会

身份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学术界一直被当

作一种相对独立的内部分层现象。迄今为止，在中国农民分层研究中，

职业分层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做法。最初在农民分层上有 4 个分层、7
个分层、8 个分层乃至 12 个分层等不同的提法，其中陆学艺等人提出

的 8 个分层框架最具影响力 ( 陆学艺，1989，1991; 陆学艺、张厚义，

1990)。他们就是按照职业差异把中国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

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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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私营农村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 8 个

阶层。魏昂德(Walder，2002)则根据 1996 年的全国性调查数据将农民

分为农业劳动者、非农雇工、个体经营者、私营农村企业主、集体企业管

理者、村队农村干部、县级农村干部 7 个阶层。把县级农村干部作为农

村社会的一个层级也许是合理的，但它不是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层，当然

当时确实有一些农民出身的人向上流动到县级农村干部(尽管数量很

少)，这一点魏昂德是看到了。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也有人

看到了，即使在陆学艺的分层框架里，有一些阶层，如雇工阶层、集体企

业管理者阶层等也发生了变化，便提出有必要重新划分农民阶层( 龚

维斌，2003;王春光，2001)。
收入差距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明显维度，也是用来划分农民阶层

的重要变量。李德芳(1990) 利用收入数据将贵州农民分为年人均收

入 200 元以下的贫困户、200 － 500 元的温饱户、500 － 1000 元的宽裕

户、1000 元以上的小康户。唐忠新(1998) 将中国农民分为新富阶层、
中等收入阶层和贫困者阶层。刘成斌等人也通过个案或局部地区的调

查发现在村民内部贫富分化拉大，农民群体的社会分层趋于明显( 刘

成斌、卢福营，2005;董金松、李小平，2006)。与收入分层相对应的是

消费分层。翟启江(2001) 通过对山东某村庄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划

分了贫困阶层、温饱阶层、小康阶层、富裕阶层和最富裕阶层等五个消

费阶层，并发现不同消费阶层在生活消费、生产消费和储蓄上都存在明

显差异。此外，刘成斌和卢成福从人均日常消费额与住房面积两个方

面对浙江 省 10 个 村 庄 的 消 费 分 层 进 行 了 考 察 ( 刘 成 斌、卢 福 营，

2005)。
尽管以职业为基础的农民分层研究得到了广泛认同，但仍有学者

提出了异议，认为职业并不适合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标准，在现实

生活中不同领域工作的农民，尚不具备明显的职业身份，也不具有显著

的职业声望差距，以职业作为农民分层的标准，就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

劳动的兼业性、非农劳动的流动性和家庭内部分工的社会外化性这几

个方面的问题(李全生，2010)。因而，有研究认为，社会资源在中国农

村地区分层的研究中比职业标准更具适用性和包容性( 毛丹、任强，

2003)。针对单一分层标准的争议性，卢福营等人从农村社会成员多

元身份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分层方法( 卢福营、刘成斌，2005)。他们认

为，农村社会成员与其他劳动者一样，总是在一定的社区和单位里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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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定的劳动，均内在地包含着三种身份:产权身份、职业身份、社区

身份。
不论是职业分层还是收入分层、消费分层和其他分层，上述研究都

表明，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一样出现了一定的分化

和分层，在职业、收入和消费等方面都有所体现。社会分层是多方面、
多维度的，因此有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分层类型。但是，不论是收入还

是消费，都跟职业密切相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职业是分析农民分

层的基础或者说基本变量。我们曾在全国的社会分层研究中以职业为

基础，根据组织、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多少，划分出十大社会阶层，并进行

实证调查和分析。在十大阶层中，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并不是一个阶

层，他们基本上分散在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等阶层之中

(陆学艺主编，2001)。但是，迄今为止，对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之分层

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仍相当缺乏。

二、农民分层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这里以职业为基础，基于其拥有的资源对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进

行划分，以实证方法搞清楚这样划分出来的群体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

结构以及对农村社会运行和变化的影响。资源是多种多样的，这里将

其分为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权力资源) 和文化资源三类，其中经济资

源主要用收入来表示，组织资源主要用(是否拥有) 干部、党员身份来

体现，文化资源由学校教育来代表，虽然这些代表性指标并不能完整地

体现资源，但是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且也有相当大的代表性，所以

能够较好地反映这些资源的拥有情况。
从事不同职业的农民是否在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上存

在差异? 他们的这些差异是怎样分布的? 这样的差异在过去是如何演

变过来的? 我们的判断是:在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之中依然存在着分

化、分层状态，而且在过去十多年中依然在分化，还没有定型;当前农民

的分层结构与十多年前相比又有明显的变化;不同农民阶层之间的社

会流动虽然有着全国总体社会阶层之间的一些特点，比如依然存在向

上流动，但其机会明显在减少，中上层出现固化态势。
这里按职业(有无职业以及什么职业) 对作为身份的农民进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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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操作:第一步，将其划分为 7 个阶层，在此基础上又将兼业者分为以

农为主的兼业者和以非农为主的兼业者，由此增加了一个阶层，所以这

里采用的是 8 个阶层的分类法，跟我们以前的分类数是一样的。但是，

有几个阶层是新的，原来的个别阶层消失了，比如乡镇企业管理者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改制而逐渐转变或消失，而兼业者阶层在

过去并不明显，现在则在壮大之中。这里对 8 个阶层具体说明如下:无

业者是没有职业的人;纯务农者就是指全部时间用于从事农业活动的

人;而兼业者专指农业与非农兼顾的那些人，其中一年中务农时间多于

非农时间的人属于以农为主兼业者，而一年中务农时间少于非农时间

的人属于以非农为主兼业者;打工者就是指被他人雇用了去从事有偿

劳动的那些人;农村个体户指自己当老板，可能有少量雇工的人;农村

企业主指雇工 8 人以上的投资经营者;农村干部主要指乡镇和村干部

以及居住在村庄里的其他农村干部。农村干部既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

职业，本来农村干部仅仅是一种身份，现在变成天天上班还享有补贴

(实际上就是工作收入)，出现职业化态势，所以这里也视其为一种职

业(见表 1)。这样的事先划分是否能表明作为身份的农民的社会分

层，需要通过对它们分别拥有的资源多少以及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进行实证分析，才能得以确认。

表 1 当前作为身份的农民的职业分化

分层标准 七阶层 八阶层 三种资源拥有量区分出等级

职业

无业者

纯务农者

兼业者

打工者

农村个体户

农村企业主

农村干部

无业者

纯务农者

以农为主兼业者

以工为主兼业者

打工者

农村个体户

农村企业主

农村干部

下层

中层

上层

本文采用的 CSS2008 － 2015 数据源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于 2005 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
该调查是双年度的纵贯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

覆盖了 3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包括了 151 个区市县，604 个村 /居委

76

专题研究 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分层的新动向



会，每次调查访问 7000 － 10000 个家庭。此调查的研究结果可推论全

国 18 － 69 周岁的住户人口。但是不同年份的问卷设计框架有所不同，

对我们分析农民分层的变化有一定的影响。其中 2011 － 2015 年的数

据整体结构相似，而且其中有许多有关农民分层的变量和数据，可以直

接梳理出农民社会分层的层次。具体的梳理遵循以下步骤:第一步，先

把问卷中农业户口的筛选出来;第二步，剔除掉学生(因为本研究以职

业为基础进行分层);第三步，筛选出没有工作的群体，并分析他们没

有工作的原因以及年龄结构等;第四步，筛选出农村企业主阶层和农村

干部阶层(无论他们是否兼业务农，都把他们放到农村企业主和农村

干部里面);第五步，筛选出纯务农阶层;第六步，筛选出打工阶层，不

包括农村干部;第七步，筛选出个体工商户阶层，不包括农村企业主。
最终形成无业、务农、兼业以农为主、兼业非农为主、打工、个体工商户、
农村企业主、农村干部 8 个阶层，并进一步探讨农民分层结构和变迁、
不同农民阶层的自评经济社会地位、不同阶层的代内流动态势、农民分

层与收入等级差别的关系等。
需要指出的是，2008 年的问卷有是否兼业务农的问题，但是没有

问是以农业为主还是以非农为主。我们在通过比较非农时间和非农收

入之后，决定用时间标准来划分，具体办法是:如果兼业进行农业劳动

时间超过半年，按照 180 天来算，大于 180 天的算是兼业以农为主，少

于或等于 180 天算是兼业非农为主。

三、最近十年中国农民分层结构与变化

( 一) 人口结构和变迁

这里从人口分布和收入分布来测量和分析农民分层结构，前者说

明农民内部不同阶层的规模，后者则体现不同阶层在收入上的差异程

度。不同时间的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会有差异，呈现变迁的态势。
1. 农民分层的人口结构

调查数据表明，这 8 个阶层的人口比例差别很大( 见图 1)。2015
年，农村干部和农村企业主各自只占 2. 84% 和 2. 66%，总共占 5. 5%，

比例小是因为农村干部的编制是有限制的，而成为农村企业主是非常

困难的，受能力、资本、机会、政策以及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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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村八个阶层的人口比例( 2015 年)

与此同时，人们要问的是目前究竟有多少农民还在从事农业生产

呢? 调查数据显示，纯务农阶层还占到 41. 87%，兼业者占到 12. 66%，

其中以农为主兼业者阶层占 5. 49%，以非农为主兼业者占 7. 17%。兼

业者与纯务农者两者总共占到了 54. 53%，他们都在部分或全部从事

务农生产，也就是说，当前农民中超过半数在从事农业生产。对比《中

国统计年鉴 2016》的数据，2015 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21919 万)占全

国就业人数(77451 万)的 28. 30%，如果与农村就业人数(37041 万)相

比，那么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 59. 17%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

编，2016)，跟调查问卷获得的比例相近。显然，农民中从事农业生产

的比例依然很高，这似乎跟社会的一般印象有一定差距。社会一般的

印象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务农的人越来越少了，事实

上并非如此，务农者数量依然庞大，只是他们年纪偏大了一些。为什么

还有那么大比例的农业户口者在从事农业劳动? 这跟农业户口者在代

际流动中出现的回流直接有关，他们不能流入非农户口者所专有的那

些社会阶层。
农村个体户阶层的人数占比不是很高，只有 5. 58%，相当于农村

企业主和农村干部两者的比例之和。《中国统计年鉴(2016)》的数据

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2016)，2015 年，乡村从事个体工

商业人数为 3882 万人，占农村就业人数(37041 万) 的 10. 48%。调查

获得的比例显然低于国家统计数据的比例，这里可能存在口径的差别

以及调查获得数据难的问题。但是无论是统计局数据还是调查数据，

农村个体户比例并不高，说明从事这个职业所需的条件比务农要苛刻

很多，农民即使要当农村个体户也不是那么容易，存在不少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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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惊讶的是无业者比例达 22. 60%，而打工者的比例也只有

11. 80%，这两个比例似乎也突破了社会的一般认识。那么究竟谁是无

业者呢? 年龄分组显示，2015 年无业者的平均年龄只有 47. 27 岁，比

纯务农(51. 84 岁) 和以农为主兼业者(48. 74 岁) 的平均年龄还低，说

明年龄大并不等于无业。从 2015 年的调查中可以看到，无业者中女性

占 74. 35%，男性却只占 25. 65%，而女性无业者在不同年龄段的比例

差别并不大，这说明女性无业者的无业原因不是年龄造成，可能跟女性

在农村家庭中的角色有关，她们在年轻时需要生养孩子，中老年要照顾

家庭和小孩(主要是孙辈) 等。妇女的家庭角色既是女主内男主外这

样的传统文化约定的，又是家庭分工的现实选择，农村女性往往在市场

上赚钱不如男性多。对长期失业或无业的原因的进一步分析很能说明

这一点:无业或失业的主要原因就是料理家务(47. 34% )，其次是因本

人原 因 辞 职 离 开 原 来 工 作 ( 21. 41% )，再 次 就 是 丧 失 劳 动 能 力

(16. 85% )。还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农村家庭妇女虽然照顾家庭，但是

她们依然会参加农业劳动，在接受调查时往往却会说自己没有工作，她

们把工作理解成在工厂或别的单位上班。CSS 的调查数据没有反映这

一点，这也是导致无业者比例高的重要原因。
至于打工者比例只有 11. 80%的原因，从年龄上能找到部分解释。

他们的平均年龄(37. 44 岁) 远低于其他阶层，这说明年纪偏大的人不

去打工或从事兼业劳动。最近几年，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少企业选

择外迁或实施“机器代替人”的策略，此外城市消费水平提高，一些地

方对外来人口的政策趋于收紧。这些原因共同导致农民工转移数量的

增量从 2010 年的 1245 万下滑到 2015 年的 350 万，农民工外出打工数

量增量从 2010 年最高 802 万下滑到 2015 年的 63 万。
总而言之，如果把纯务农者和无业者作为基座，而农村干部和农村

企业主阶层作为顶部，那么就像图 1 所显示的，基座很大，顶部很小，这

8 个阶层的人口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型。
2. 人口维度的变迁

这里对农民社会阶层的人口结构进行纵向比较，以探索这种变化

的内在涵义。表 2 显示，8 个阶层的人口比例呈现三种情况:一种是人

口比例明显增加的，包括无业者阶层、兼业者阶层、农村企业主阶层和

农村干部阶层;另一种是人口比例明显减少的，那就是纯务农阶层和打

工者阶层;还有一种是变化不大的，即农村个体户阶层。这三种变化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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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令人喜忧参半的矛盾现象:令人高兴的是农村企业主阶层规模在

扩大，兼业者人数在增加，纯务农的人数在减少;而令人不安的是无业

人群比例在快速增加，而打工者比例在下降，农村个体户的比例略低于

2008 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表 2 2008 年到 2015 年八个阶层的人口比例变化 (% )

分层 2008 年 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

无业者 14. 36 21. 42 19. 86 22. 60

纯务农者 56. 96 45. 54 42. 52 41. 87

以农为主兼业者 2. 26 5. 13 6. 76 5. 49

以非农为主兼业者 2. 88 6. 80 7. 04 7. 17

打工者 13. 92 10. 73 12. 57 11. 80

农村个体户 6. 07 6. 48 5. 74 5. 58

农村企业主 1. 76 1. 77 2. 71 2. 66

农村干部 1. 79 2. 12 2. 79 2. 84

为什么无业者比例增加很快? 正如上面指出的，无业者中，女性占

的比例比较高，主要原因在于女性要料理家务，但为什么在过去几年这

个无业者比例提高得如此之快呢? 一方面是外出找工作没有以前那么

容易，特别是那些年纪偏大的人和女性，其外出务工难度在 2008 年金

融危机发生之后，尤其是最近几年明显变大了。我们在外出打工者比

较多的贵州省开展调查时发现，外出务工是维持家庭生计的主要方式，

但是现在工作不如以前好找，或者工作不稳定，有的家庭就让女性回家

料理家务管孩子和老人，而男性继续在外打工。除非有的家庭孩子上

中学，就有可能夫妻依然在外面打工赚钱供养孩子，否则是没有钱供孩

子上学的。如某乡的岑某，男，现年 40 岁，只有小学三年级学历，外出

打工 7 年，第一次外出打工是 2008 年，因建楼房一层半欠下私人借款，

需打工挣钱还上，另外两个女儿都在上学，他也需要供她们读书。而现

在两个女儿均在上高中。从孩子上初中开始，五年来他每年需要 2. 5
万元供姊妹俩读书、租房及生活。两个孩子马上要参加高考读大学了，

以后的经济负担会更重。他家的生计来源完全靠夫妻俩在义乌一家小

型发卡厂打工。该厂有 16 位工人，采取每月 2800 元的保底工资加绩

效工资的激励机制，但 2015 年订单不稳定且趋于减少，月收入最多为

3200 元，现在是干几天又休息几天，断断续续有事做。当我们问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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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保底老板亏不亏本时，他说，一单货老板可以赚 80%，另外 20% 才是

店租和工人工资。只要有订单，老板可以“保底工资”方式稳定工人，

工人也因害怕找不到新工作而宁可维持现状。他们夫妻租了个 10 平

方米房子，平时生活开销费极低，从住地到工厂都是徒步半小时，舍不

得坐公交，一天可节约 8 块钱。他在老家还有 20 亩承包坡地、4 亩田，

但地几乎荒着，田送给人种。国家有扶贫种树项目也用不上，因为种

植、管理需要花钱和时间，这两样他们都缺。况且种经济果树等两三年

才有收成，他们等不起，孩子读书天天要花钱。夫妻俩已经在这家发卡

厂打工 7 年，往年除去供孩子读书等费用后，年终还可以剩 1 万元左

右，但 2015 年基本没剩余了 ( 贵州黔西南州某村一返乡村民访谈，

20160918)。当前有一部分外出打工者都是这种状况，他们急需要用

钱，不出去打工就难以维持家计和孩子就学，外面工作虽不稳定，但还

要去做。如果在家乡能打工并兼做农活，那么他们会选择回到家乡，这

就是最近几年返乡打工者增多的原因。所以，与 2008 年比，兼业者出

现快速增长势头。
兼业者实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原来的纯务农者，他们无法从

务农中获得足够的收入维持其生计，因此转而改为兼业;另一部分是那

些外出打工的，后来回乡从事兼业;当然还有一部分原来一直从事兼业

活动。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虽然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但是他们

并没有放弃农村的土地，早在 2000 年就有调查表明，外出打工的农民

中，95%的人家中有承包地( 汝信等主编，2000)。当然在不同地区兼

业情况又有很大的差别。在以前，那些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民并不认为

自己是工人或服务员，他们仍保留着土地承包权和农业户口，且一直认

为自己还是农民。正如有研究者曾经指出的，“对于许多人，特别是曾

经从事过农业的人，农业理所当然地是他们的最后归宿，而其他职业不

过是农业的副业而已”( 折晓叶、陈婴婴，2000:309)。但是，现在的情

况则有所不同，特别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并不都是这样认为的了。
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到，兼业者比例从 2008 年的 5. 14% 到 2015 年的

12. 66%，净增了约 7. 5 个百分点，其中以非农为主的兼业者比例增长

快于以农为主的兼业者比例:前者增加约 4. 3 个百分点，后者只有约

3. 2 个百分点。而纯务农者比例则从 2008 年的 56. 96% 锐减到 2015
年的 41. 87%，减少了约 15%。从这里我们看到，纯务农者越来越少，

兼业者越来越多，并且似乎具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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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业者之所以增加那么快，是两种力量结合的产物。一种力量是

“逆城市化”，也就是开始有农村流动人口从城市返回农村，他们的返

回并不一定完全是自愿的，有可能是源于城市的排斥，与发达国家的逆

城市化原因并不一样。但是当他们返回农村后，纯从事务农不足以维

持生计，所以转而就近寻找非农机会。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打工者比例

在过去几年中不升反降，就是逆城市化的表现。另一种力量则是农业

生产并不能有效地维持农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以及相应成本，因此，

有一部分原来的纯务农者也开始转向兼业。当然这两种不同甚至相互

对立的力量之所以在农村存在，是因为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始向中

小城镇和中西部扩散，由此创造了越来越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这从他

们兼业的行业领域可以看得出来。据我们小范围的田野调查和观察，

最近几年，农民新建房子的越来越多，农村建筑业需要大量劳动力，为

就近兼业者提供了机会，所以，兼业打工者从事建筑业的越来越多。
2015 年的 CSS 问卷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兼业者从事建筑业

(36. 1% )。另外一个吸纳较多兼业者的行业是制造业，包括机械建造

业、纺织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其比例是 28. 2%。这与以制造业为代

表的产业转移直接相关。随着沿海地区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不少企

业向中西部的中小城镇转移，为兼业创造了机会。与此同时，从兼业从

事个体经营者的行业来看，其中建筑业也是最主要的行业，即略少于三

分之一的人口从事建筑业(32. 9% )。这类人群和兼业打工的建筑业

从业者不同，他们更多的是自雇工，即使与别人搭伙也更可能是一种合

伙人关系。这个群体可能包括包工头或领队，除了个人劳动收入外，也

会获得一些抽成。与建筑业从业人口规模相似的是批发和零售贸易

(31. 8% )。除了这个行业之外，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从事交通运输业

(8. 6% )、制造业 (7. 4% )、社会服务业 (5. 1% ) 和 餐 饮 住 宿 娱 乐 业

(5. 0% )。兼业者所从事的行业在建筑、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说明

农村以及附近地区(特别是县城、小城镇) 在非农化、工业化等方面有

了很快发展，为兼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 二) 收入结构

分层研究关注的是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问题。收入不平等往往

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分层维度。虽然最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

小，但是农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代表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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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大。有学者测算，1978 年、1981 年、1985 年、1988 年、1992 年、
1995 年农村基尼系数分别是:0. 21、0. 24、0. 26、0. 30、0. 32、0. 34 ( 唐

平，1995)。我们根据 CSS 数据测算 2006 年、2008 年、2011 年、2013
年、2015 年的农民内部基尼系数分别为 0. 51、0. 62、0. 69、0. 64、0. 65。
图 2 显示，尽管 2011 年农村内部基尼系数达到了过去十年中的最高

点，2013 年已经下降，但是，2015 年的基尼系数又比 2013 年高了。更

重要的是，2015 年的基尼系数比 2006 年前增加了 0. 14，这个幅度是相

当大的。这意味着农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扩大。这个数据看似有点

高，其实和其他社会调查的结果接近。例如谢宇等人的研究指出，从

2005 年到 2012 年间，中国基尼系数呈走高趋势，维持在 0. 53 － 0. 61
(Xie ＆ Zhou，2014)。这和我们计算得出的 2006 年之后基尼系数增长

的结果相近。此外，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根据

住户调查得出，2010 年中国基尼系数为 0. 61，城镇基尼系数为 0. 56，

农村基尼系数为 0. 60(甘犁等，2012)，这里农村的数据也和我们计算

的结果接近。

图 2 农民内部的基尼系数( 2006 －2015 年)

具体到 8 个阶层上，他们之间的收入等级是这样分布的(见表 3):

从 2008 年到 2015 年，农村企业主阶层的收入一直位居 8 个阶层的最

高收入等级位序;而其他阶层的收入位序在不同年份有小小的变动。
比如，大部分时间处在第二高位的农村个体户在 2013 年的收入却低于

打工者的收入，不过两者相差也只有 114 元，并不大，因此这样的变动

没有实质性意义。总体上看，这 4 个年份的收入排序是这样的:排在第

一层的是农村企业主;第二层是农村个体户、打工者、农村干部和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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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为主的兼业者;第三层是以农为主兼业者;第四层是纯务农者和无业

者。从这里可以看到，纯务农的收入是最低的，这确实是当前中国农村

和农业的真实现状。如果结合各个阶层所占的人口比例，那么我们将

会看到这个收入结构呈现金字塔形态，即底部大、顶部小。

表 3 2008 到 2015 年 8 个阶层的收入变化和层级 单位:元

分层 2008 年 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

无业者 3841. 58(8) 5286. 82(8) 7664. 47(7) 7829. 12(8)

纯务农者 4970. 05(7) 7789. 23(7) 7231. 794(8) 8411. 75(7)

以农为主兼业者 10325. 81(5) 15923. 51(6) 16527. 01(6) 18382. 08(6)

以非农为主兼业者 9678. 30(6) 20266. 07(4) 22104. 16(5) 30584. 74(5)

打工者 13492. 07(3) 26951. 50(3) 30565. 39(3) 36516. 7(2)

农村个体户 16277. 48(2) 29341. 90(2) 30654. 05(2) 36402. 39(3)

农村企业主 49832. 65(1) 260579. 70(1) 81853. 24(1) 66393. 52(1)

农村干部 11571. 52(4) 18732. 34(5) 22448. 98(4) 31351. 66(4)

注:(1)2011 年企业主收入受高值影响，考虑到企业主收入差异较大，并且有多个高值，

故没有剔除。(2)括号内为各阶层同年内收入排名。

这 8 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没有城镇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那

么大(李实、罗楚亮，2011)，但还是相当明显的:农村企业主阶层的平

均收入在 4 个调查年份都高过个体工商户，最高是 2011 年，为农村个

体户的 8. 9 倍，2015 年也是后者的 1. 8 倍。农村企业主阶层的收入与

纯务农者收入相比，2008 年、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这 4 个年份分

别达到了 10 ∶ 1、33 ∶ 1、11 ∶ 1 和 7. 9 ∶ 1。显然，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收

入阶层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兼业者阶层与纯务农阶层的收入差距也

比较明显:2011、2013 和 2015 年以非农为主的兼业者阶层在收入上分

别比以农为主的兼业者阶层高出 4343 元、5577 元、12203 元，只有 2008
年比后者低 647 元。同样，以农为主的兼业者阶层在收入上都高于纯

务农的:2008 年、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分别高出 5355 元、8134
元、9295 元和 9970 元，显然兼业与纯务农不但收入差别大，而且在不

断拉大。在广大农村，大多数纯务农的都是上年纪(50 岁以上)的劳动

力，而稍微年纪轻一些的劳动力在务农之外都会去搞一些兼业收入，另

一方面，农业生产占用的时间并不多，他们有时间去兼业。有的兼业者

把农业仅仅作为附带的劳动，以非农为主，因此，他们赚的钱会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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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从事非农活动作为农业劳动之余的附带劳动，赚钱显然不如非

农为主的兼业者那么多，但是比纯粹务农好很多。因此，当前农村越来

越多的劳动者从事兼业劳动，兼业已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就业形态。
表 3 中为什么无业或失业者还有不少收入呢? 至少有以下两个原

因起到一定作用:首先，可能是数据收集当中出现的误差影响。比如，

一些务农人员坚持说自己属于失业人口，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工作

要么是国家给的，比如机关事业单位的，要么是去企业、公司打工才是

工作，务农就不算工作。其次可能是由于口径不统一造成的。比如，就

业状态问题询问的是最近一周的就业情况，而收入问题问的是一年的

收入，而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有不少失业者或无业者在上一年还有一些

工资性收入。如我们将失业者限定在已经失业 6 个月和 12 个月(但也

不等同于上一年的就业状况)，那么，我们发现他们 2015 年的平均收入

从 7829. 12 元下降到 7353. 5 元和 5335. 6 元。总的来看，在农村，无业

和失业者收入与纯务农相差不大，2013 年还高于后者，纯务农在收入

上跟无业和失业只有很小的差距，这就进一步说明务农者很大程度上

可能就是把自己当作无业者或者失业者。
总而言之，农民的各个社会阶层在收入上是有明显等级的，2006

年到 2015 年间这个等级秩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不同阶层之间在收

入上的差距基本呈扩大的态势，尽管有个别年份不同阶层的位序有点

变化，但并不影响整个阶层收入格局的稳定性。

( 三) 自我评价结构

在分层中，地位的自我评价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客观分层通过

自我评价才能产生社会影响，否则即使客观分层很明显，而自我评价不

明显，就难以影响社会行动并产生社会影响。因而需要从自我评价上

来分析农民分层的主观认知。这里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样的自我评

价:一是社会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二是职业技能的自我评价。社会经

济地位是一个综合性的变量，最能反映阶层地位，而职业技能虽然不是

一个综合性变量，但是对社会经济地位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从更

具体的方面来体现阶层地位情况。不同阶层对这两个变量的自我评价

很能反映他们的主观分层情况。其中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的分数从 1 到

5 分别代表下、中下、中、中上、上。职业技能的自我评价从 1 到 4 分别

代表不需要、需要一些、较高、很高专业技能。自我评价的分数越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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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对自己阶层地位的评价就越高，反之亦然。
表 4 显示，从总体上看，所有农民阶层对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的自

我评价并不高，都没有达到 3，即中等社会经济地位，自我评估最高的

也就 2. 83，同时所有阶层的自我评价最低分也没有低于 2，最低为

2. 05。如果仔细比较将会看到，在 8 个阶层中，按自我评价分数可以分

三个等级:自我评价最高的是农村企业主和农村干部阶层，中间等级则

是农村个体户、打工者、兼业者(包括以农为主兼业者和以非农为主兼

业者)，最低等级则是纯务农者和无业或失业者两个阶层。这样的自

我评价等级与收入等级基本上是相一致的，略有差别的是农村个体户

和打工者阶层在收入等级上高于兼业者。此外，农村干部阶层虽然收

入不高，但是自评阶层却很高，显示出其组织资源对自我阶层认同的影

响。从 2008 年到 2015 年的纵向时间对比来看，几乎所有农民阶层在

自我评价上都出现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

并不看好;其中农村干部阶层的自我评价相对来说变化最小，或者说最

为稳定;而农村个体户、以农为主兼业者、以非农为主兼业者三个阶层

的自我评价下降最为明显，意味着他们最为悲观，或者说自我感觉处境

不如以前，背后的具体原因有待分析。

表 4 不同阶层对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

分层 2008 年 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

无业者 2. 26 2. 26 2. 25 2. 05

纯务农者 2. 34 2. 36 2. 29 2. 11

以农为主兼业者 2. 56 2. 33 2. 36 2. 18

以非农为主兼业者 2. 46 2. 52 2. 35 2. 18

打工者 2. 34 2. 48 2. 24 2. 11

农村个体户 2. 55 2. 47 2. 28 2. 19

农村企业主 2. 71 2. 83 2. 73 2. 54

农村干部 2. 64 2. 55 2. 64 2. 60

表 5 测量了不同农民阶层的职业技能的自我评价。农民阶层对职

业技能的自我评价差异基本上与收入差异相一致，说明职业技能对他

们的收入有明显的影响:收入最高的阶层如农村企业主对自己职业技

能的自我评价也是最高的，而收入最低的纯务农者对自己的职业技能

评价也是最低的。但与收入差异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打工者对自己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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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评价高于农村个体户，而收入低于农村企业主的农村干部阶层对

自己职业技能的评价并不低于农村企业主。这样的自我评价是合乎实

情的:打工者需要的职业技能要高于农村个体户，没有一定的技能，外

出打工收入不会高，而在打工过程也要学习一定的技能，而农村个体户

则不一定需要技能，特别是做小买卖的农村个体户，对技能的要求并不

高，在经营中也不一定能学到一定的技能。相对来说，农村干部不但越

来越年轻化，而且受教育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他们中有不少外出打过工

或者做过生意、办过企业，因此，他们的职业技能确实不亚于农村企业

主。兼业者的职业技能在过去几年也有一定的提升，使得他们感觉有

进步。

表 5 不同农民阶层对自己职业技能的自我评价

分层 2008 年 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

无业者

纯务农者 1. 14

以农为主兼业者 1. 49 1. 28 1. 52 1. 59

以非农为主兼业者 1. 24 1. 40 1. 67 1. 85

打工者 1. 80 1. 70 1. 90 1. 91

个体户 1. 75 1. 53 1. 79 1. 78

农村企业主 2. 03 1. 91 2. 05 2. 07

农村干部 1. 99 1. 99 2. 09 2. 26

注:无业者以及 2011 － 2015 年的纯务农者没有被询问职业技能自我评价。

( 四) 不同农民阶层的代内流动

随着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

及城市的改革开放，作为农业户口的农民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权力和

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农民中开始出现职业和阶层分化，最终呈现

出现在这样的分层格局。每个农民身份的人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也许都

会有一定的职业变动，那么这种变动是否有一定的规律性呢? 这里简

单地选取每个阶层最初的工作和调查时那份工作(即表 6 中的“最后

一份工作”)来分析他们代内流动，则会发现这样一些趋势。
无业或者失业阶层中绝大部分原先都是有工作的，有 43. 59% 的

人曾打过工，当过工人，还有少数是自雇者，最后一份工作最多的是务

农(60. 66%为家庭承包经营劳动者)。哪些人最有可能按这样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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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进行代内流动呢? 最有可能的是妇女。一般来说，农村妇女年轻

时外出务工，结婚后生育孩子，顺便兼做一些务农，年纪大了就不干活。
当然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跟着丈夫外出务工。

现在的纯务农者，其第一份工作大部分还是务农，即人民公社社员

(58. 19% )和家庭承包经营者(19. 69% )。之所以有那么高的纯务农

者最初曾是人民公社社员，说明他们年纪都很大，只有年纪大的人才经

历过人民公社时代。而且有少数纯务农者最后一份工作还是人民公社

社员，意味着他们皆是高龄老人，可见当前纯务农者年龄偏大。但是这

些人并非一直从事务农，从他们倒数第二份工作的就业情况来看，他们

中有 67. 91%的人曾当过雇员或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

归到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也就是说，当前农村务农

者大部分是从务工回归的，只有少数人是一直务农。对老一代农民来

说，外出务工年纪大了，回归务农是基本的选择，因为打工并不稳定，不

仅就业不稳定，也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所以，如果从阶层流动来看，

他们实际上是随着年龄增加出现了向下流动。
兼业者中大多数一开始是务农，而务工的只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

一。但是在最后一份工作上，以农为主兼业者中有一半以上是从事务

农，而以非农为主兼业者中在最后一份工作上只有 11. 47% 的人从事

务农，55. 20%打工，29. 03%从事个体经营，而以农为主兼业者中在最

后一份工作上有 32. 69%和 13. 47%分别从事打工和个体经营，比非农

为主兼业者分别少 22. 51 个百分点和 15. 63 个百分点。
打工者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打工者的比例为 63. 58%，有 30% 左右

的人第一份工作是务农。这表明，当前的打工者并不都是第一代农民

工，他们大多一开始就出去打工，没有务过农，应该属于新生代农民工。
而农 村 个 体 户 中 第 一 份 工 作 是 打 工 的 占 42. 02%，从 事 务 农 的 占

40. 43%，还有 12. 23%曾是人民公社社员，实际上也是务农的，不过年

龄偏大一些。也就是说，从打工者和务农者转变为农村个体户，需要更

多的时间(2015 年各分层年龄结构显示，农村个体户平均年龄为 42 岁，

而打工者平均年龄为 37 岁)和经历，也需要一定的资金和人脉积累。
农村企业主的第一份工作为打工者的占 52. 17%，务农的占 37%，

一开始就是农村企业主的只占 2. 17%，从事个体经营的只占 6. 52%。
这说明:第一，从打工者转变为农村企业主的可能性比其他阶层大，或

者说许多农村企业主是从打工开始的。第二，务农者转变为农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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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可能性也不小，也就是说作为农民身份的农村企业主主要是从务

农者和打工者转变过来的。
农村干部的第一份工作是打工的占 61. 29%，务农的占 32. 26%，

从事个 体 经 营 的 只 占 6. 45%，但 是 倒 数 第 二 份 工 作 是 打 工 的 占

71. 43%，当农村企业主的占 7. 14%，务农的占 21. 43%。由此看来，绝

大部分农村干部曾经打过工或当过农村企业主，只有五分之一是从务

农那里转变过来的。这个数据基本上符合实情。在实地调查中，我们

发现大部分农村干部都有务工经商经历，这样的经历对他们当农村干

部是很有帮助的。
从不同农民阶层的代际流动中，可以看出总的趋势是从纯务农到

兼业，到打工，到农村个体户或农村企业主，再到农村干部。这是一个

步步递进的向上代内流动。这里有多个向上流动的路径:有的人一生

中先从务农者开始第一份职业，然后去打工，再进一步发展到农村个体

户，发展好的则成为农村企业主，再从农村企业主转变为农村干部的人

虽然有，但比较少;还有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有从事过务农，直接去打工，

然后就有可能向农村个体户、农村企业主和农村干部方向流动，但是越

往后机会就越来越少;还有其他路径则是直接从务农转为农村个体户，

或有的直接从务农转变为农村企业主，但是也有务农者去当农村干部

的。问卷调查没有显示农村企业主中以前有当农村干部的经历，他们

都是从农村个体户、打工者和务农者发展过来的。与此同时，也存在向

下流动的路径:打工者和农村个体户有可能会转变为纯务农者和失业

者或无业者。无业者和失业者中最多的还是来自务农者，占三分之二

左右，而务农者中从一开始就务农的就占 77%，有 20% 左右原来曾打

过工，说明从务工回归纯务农的比例并不高。总体来看，向上流动的比

向下流动的多，这体现了农村社会经济处于发展状态。但与此同时，农

民分层中一些阶层的地位并不稳固，存在着一些人被甩出原来的阶层

向下流动的问题。

( 五) 农民阶层的代际流动和农转非

职业和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程度标志着社会阶层固化的程度。目

前对于代际流动的定量研究以城镇代际流动为主，而较少关注农村代

际流动，特别是对由务农转为非农就业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后者在中

国长期城乡二元分隔的背景下对职业和阶层流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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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根据 2011 年的 CSS 数据，运用简单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探索

父亲的职业地位、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对于子女职业分层的影响，并考

虑将子女受教育水平作为中介变量。这一分析模型参考布劳邓肯的经

典地位获得模型中的代际传递路径(Blau ＆ Duncan，1967)，并且考察

子女教育的中介作用还有助于讨论并比较代际流动的模式 ( 李煜，

2009)。此外，参考其他学者对职业获得模型本土化的论述，我们将父

亲的政治面貌也加入了分析( 周怡，2009)。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农

民社会分层从 1 到 8，分别代表从无业或失业到农村干部阶层。这里

将父亲的职业分为三类:一直务农、一直从事非农工作以及既务过农也

从事过非农工作。我们没有将父亲无业的情况纳入分析，因为这一类

型所占比例很小。父亲及子女的教育水平从 1 到 9，分别代表从未上

学到研究生学历。政治面貌为二分类变量，分为中共党员及其他。我

们还引入了子女性别及年龄作为控制变量。
这项分析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将农民的阶层看作连续

变量进行分析，而关于代际流动的前沿研究多将其看作分类变量进行

分析。考虑到我们关于农民阶层分类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其非农化，并

且分类较多，因此我们将其视为连续变量。第二，数据中关于被调查者

父亲的信息只限于在世者，而不包括已过世的。
表 7 为线性回归的结果。其中模型 1 中个人受教育水平为因变

量。模型 2 和模型 3 中，个人职业阶层为因变量。其中模型 3 包括个

人教育水平作为自变量。从模型 1 可以看出，父亲的职业分类及受教

育水平对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有显著影响。其中，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对

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有显著正影响。而与我们的假设不一致的是，父亲

既从事过农业也从事过非农工作的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要显著地高于父

亲为单纯的农业就业或非农就业的被调查者。这可能是源于父亲从农

业就业转为非农就业代表着父代的一种阶层上升，具体表现可能为进

城务工或开始从事个体经营。而其子代更可能继承其父代的这一非农

化进程而选择非农就业。与模型 1 相似，模型 2 中父亲的职业分类和

受教育水平对个人职业阶层也有显著影响。而在模型 3 中加入个人受

教育水平之后，个人受教育水平对个人的阶层获得有显著影响。同时

父亲职业影响的显著性降低，而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阶层的影响

则变得不显著了。结合三个模型可以看出，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在代际

传递中可以作为中介变量。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则可以通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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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来影响子女的职业分层。此外，父亲的政治面貌对

于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及其职业分层均没有显著影响。

表 7 代际传递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N =1193

模型 1
(个人受教育程度)

模型 2
(个人职业阶层)

模型 3
(个人职业阶层)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父亲职业( 农业就

业为参考组)

非农就业 . 20 . 2000 . 37000 . 2900 . 29000 . 2700

既有农业

也有非农
. 36＊＊ . 11 . 46＊＊ . 15 . 31* . 15

父亲受教育水平 . 27＊＊＊ . 05 . 14* . 06 . 03 . 06

父亲党员 . 15 . 14 － . 05 . 20 － . 12 . 18

个人受教育水平 — — — — . 43＊＊＊ . 05

个人年龄 － . 06＊＊ . 02 . 18＊＊＊ . 03 . 21＊＊＊ . 03

个人年龄平方 . 0003 . 0003 － . 0024＊＊＊ . 0004 － . 0025＊＊＊ . 0004

女性 － . 45＊＊＊ . 0774 － 1. 17＊＊＊ . 12 － . 98＊＊＊ . 12

残差 4. 08＊＊＊ . 48 . 27 . 73 － 1. 47* . 71

Ｒ2 . 20 . 13 . 19

注:* p ＜ 0. 05，＊＊p ＜ 0. 01，＊＊＊p ＜ 0. 001。

此外，农村女性在受教育水平及职业阶层上依旧存在着很大的劣

势。而年龄对个人职业阶层存在非线性关系。通过计算得出，当年龄

为 41 岁左右时，个人职业阶层地位到达峰值。具体表现为，41 岁及以

下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中，年龄大的人其个人阶层地位也高。而对于 41
岁及以上年龄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年龄大的人其个人阶层地位反而较

低。这可能是因为这一群体中有很大比例的退休人群，或者是因为年

龄较大的群体可能会选择在打工之后返乡务农。这又印证了我们之前

关于代内流动的分析。
代际的流动也表现为城镇户籍的获得。子女的出生户籍一般都取

决于父母当时的户籍，而之后子女获得非农户籍也可以看作一种代际

间的流动。以往研究发现农民总体代际流动率较高，其中一个原因在

于教育。而对于无法获得城镇户籍的人口，其代际职业优势的传递也

不明显，表现为即使父代为非农就业，农业户籍的子女也有很大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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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流动，即从事务农( 吴晓刚，2007)。考虑到城镇户籍的获得其实

是非农就业和阶层上升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我们加入对于农村人口

城镇户籍获得及其代际影响因素的分析。此分析的数据来源也为

2011 年 CSS 数据，其中分析样本为出生时为农业户籍的人口。加权

后，依旧为农业户籍的占 83%，而由农业户籍转为非农业户籍的人口

占 17%。从转为非农户籍的原因分类及各分类的加权比例来看，其中

由于上学获得非农户籍的比例最高，占农转非人口的四分之一。其次

为随家庭成员变更户口，占近 20%。
我们运用 logistic 回归来研究父代的受教育水平、职业分类、政治

面貌及子女的受个人教育水平对于子女获得城镇户籍的影响。其中因

变量为二分类变量，1 代表出生为农业户籍转为城镇户籍人口，而 0 代

表一直为农业户籍人口。其他变量的测量与之前代际流动模型一致。
此外，我们还加入了父亲的现有户口类型作为控制变量。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我们只知道被调查者父亲在 2011 年的户口类型，因此我们不

能断定是父亲的非农户口使子女获得城镇户籍，抑或父亲和子女由于

购房或改制一起获得城镇户籍，抑或是父亲依附子女后随子女获得城

镇户籍。但是由于最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我们还是将父亲

户口类型作为自变量代入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非农户籍获得模型 N =1555

比值比(odds ratio) 标准误

父亲职业(参考组:农业就业)

非农就业 . 560 . 22

既有农业也有非农 . 76 . 17

父亲受教育水平 1. 13 . 09

父亲党员 1. 30 . 33

父亲非农户籍 12. 55＊＊＊ 3. 67

个人受教育水平 2. 13＊＊＊ . 11

个人年龄 1. 19＊＊ . 07

个人年龄平方 . 998* . 001

女性 1. 04 . 18

残差 0＊＊＊ 0

Pseudo Ｒ2 . 37

注:* p ＜ 0. 05，＊＊p ＜ 0. 01，＊＊＊p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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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8 中可以看出，父亲的非农户籍、个人受教育水平、个人年龄

对非农户籍的获得有显著影响。代际传递主要表现为父亲户籍的影

响。相对于父亲为农业户籍者，父亲为非农户籍的子女获得非农户籍

的可能性高出 1150%。当然这里包括农村改制、征地拆迁及其他情况

下父亲和子女一起获得非农户籍，因此实际上父亲户籍对子女户籍的

因果影响可能要小得多。而父亲的职业、政治面貌、受教育水平在控制

了父亲户籍及子女个人受教育水平之后，对子女非农户籍获得没有直

接影响。从个人层面来说，个人受教育水平提高一个等级，其获得非农

户籍的可能性随之增加 113%。这与表 8 中由于上学而获得非农户籍

的结果一致。与之前的代际传递模型相似，年龄对非农户籍的影响也

是非线性的。但是男女之间在户籍获得上没有显著差别，这是因为夫

妻一方获得非农户籍之后，另一方也很容易获得非农户籍。
我们的研究发现，农村中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代际传递性，但阶层

固化不是很明显。虽然父代的职业选择和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的阶层依

旧有很大影响，但大部分表现为间接影响，即通过提供给子女更好的教

育环境、教育机会、教育理念来影响子女的阶层获得。因此，给农村贫

穷人口提供更公平的教育资源可以有效地推动向上的阶层流动。教育

在推动农转非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主要作用，而解除户籍制度的限制会

为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和阶层上升的机会。

四、讨 论

在以前关于农民分层的研究中( 王春光，1996，2001)，我们曾根据

职业和社会资源的配置发现农民分化为 8 个阶层。十几年后，我们发

现农民依然分化为 8 个阶层，但是现在的阶层与以前有一些不同，有一

些阶层已经消失了，比如乡镇企业家阶层基本已不存在，还有一些阶层

则是后来产生的，比如兼业者阶层。本文对农民分层的历时性定量研

究一方面证明了农民分层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农民分层的

结构性变化。与此同时，我们还分析了农民在代内的阶层流动和代际

流动，找到了他们流动的趋势和路径。
历时地看，过去十多年农民分层最大的变化是兼业者人数和比例

出现明显增长，一个兼业时代正在到来。兼业者人数增长明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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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这么几点:第一，随着农民工年龄变大，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

返回农村，边务农边打工。第二，2008 年金融危机后，特别是最近几年

全国经济趋缓，去沿海发达地区找工作没有以前那么容易。第三，中国

已经进入基本城市化阶段，不会有更多的农村人进入城市，反而出现逆

向流动的可能(李培林，2017)。第四，基本城市化实现后，出现城市带

动农村发展的现象，比如带动农村旅游发展等，为返乡就业提供了机

会。第五，纯粹务农的收入无法与打工相比，因此兼业是比较合理和理

性的选择，而乡村旅游发展以及制造业向中西部以及小城镇转移则为

就近打工提供了机会。
农民分层结构呈现金字塔形，收入和其他资源最少的纯务农者和

失业无业者人数规模最大，而作为收入最高者和政治资源最多者的农

村企业主、农村干部，人数很少，比例很小，中间便是农村个体户、打工

者和兼业者。总体上，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在整个中国的社会阶层中

处于中下层或底层，总体地位不高，而其内部分层结构也呈现出上层

小、底层大的格局或形态。
在这样的阶层结构中，阶层之间的流动还是比较频繁的，向上流动

的路径一般是从纯务农者去当打工者或农村个体户，从打工者或农村

个体户中出现一些农村企业主。而农村干部则大多是从打工者或农村

个体户中产生的，从农村企业主中产生的比例也并不是很大，但是开始

有了这样的态势。与此相对的是，在农民分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向下

流动，即从农村个体户或打工者流动到兼业者、纯务农者甚至无业失业

者阶层，这里有两个因素影响比较大:一是年龄，随着年龄增大，特别是

过了 45 岁，就有打工者或农村个体户重返农业，或者开始兼业;另一个

因素是性别，女性生了孩子或有了孙辈之后会停止打工，返回家庭从事

家务劳动。向下流动者中很少有农村干部或农村企业主，当然农村干

部以前不作为一种职业，但是现在越来越职业化，他们在当干部的同

时，有可能会务工、务农或者当个体户，实际上也是兼业的。调查表明，

农村企业主几乎没有出现向下流动，尽管事实上也有个别农村企业主

因经营不好或年龄偏大而重拾农业。从流动上看，农村干部相对比较

稳定，在农村当农村干部的时间都比较长，历时几十年的都有，而且还

出现了父辈当农村干部而子代还当农村干部的现象。
总而言之，作为身份的农民在过去十多年中依然处于分化之中，虽

然有个别阶层消失了，但是总体上依然维持着 8 个层级。这 8 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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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等级差异是明显的，而且存在扩大的态势。虽然在 8 个阶层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流动，但是农村企业主和农村干部阶层的固化已经出

现，而其他阶层之间的流动比较频繁和容易，人们在不同时期会流向不

同阶层，特别是向下流动比较普遍。这说明，农民在分层上与城市社会

分层有着明显不同:城市社会阶层的边界更为明显、清楚和固定，而农

民社会阶层之间的边界不是那么不可逾越;与此同时，农民中很少有人

能进入城市社会阶层，往往在自己的社会阶层范围内流动，与城市社会

有着明显的固定边界，说明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社会阶层划分上还是

明显存在的，这与城市社会的排斥密切相关。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过去

十多年，城市社会发展得比乡村社会更快，而农民在其中的获益并不是

那么大，也不稳定，外出打工者返乡从事务农或兼业的可能性增大，农

村个体户不像从前那么容易赚钱，农民中的农村企业主也没有城市那

些农村企业主那么有钱，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为农民的各个阶层对他们

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不高，还出现了下降的态势。总体上来看，作为身

份的农民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受制约的因素特别多，除了自身

的人力资本外，固有的体制和结构因素都是他们向上流动的制约因素

和障碍。改善农民内部社会阶层地位的关键还是在于打通城乡关系以

及为农民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否则，很难有更多的农民通过向上流

动而进入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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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nesses． Based on the analysis，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key to develop a new
social science paradigm is to construct new ontologies，not new research questions，
concepts or methods． The article then goes on to propose，with illustrated examples from
my own works，four criteria of building a quality social science paradigm: (1) The
paradigm’s basic ontological statements are mutually independent ideal-types of self-
evident nominal social categories; (2) All other relevant ontological statements are
either direct inferences or the combinations of the basic ontological statements
(completeness); ( 3 ) The new social science paradigm has a high capacity to
incorporate other social sciences paradigms as its sub-paradigms ( inclusiveness); (4)

Each of the ontological statements in the paradigm is directly linked to important social
mechanisms． This article end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four widely existed pitfalls in the
understandings of time and temporality in Western social sciences，and how the Daoist
understanding of time and temporality can help us to develop a social sciences paradigm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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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dred years，and divides the process into two stages，the stag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stage of self-consciousness． At the second stage，the effort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s of social action depend upon the knowledge of the spiritual tradition in the
Chinese histo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several important points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values that still guide the social action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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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self-employed business owners，full-time workers，part-time peasants /
workers，full-time peasants，and the unemployed． Secondly，the proportion of full-time
peasants decreas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part-time peasants increases every year． Thir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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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n upward trend for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However， little mobility is
observed for cadres． Fourthly，downward mobility is widely observed for self-employed
business owners and full-time workers． Fifthly，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ocial
status is mainly achieved indirectly through education attainment． These new trends
suggest that there have been opportunities and spaces for full-time peasants to attain higher
social status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upward mobility from full-time peasants to par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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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restricted by their hukou identity． Therefore social mobility within the rural society
cannot effectively change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s a whole．

Coordination，Domin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Liu Xin 89…………………………

Abstrac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operty right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apital
embedded in state authority，there are two major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in transitional
China，i． e． ， the 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 and the market coordination． These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define positions in domination by virtue of authority and market
capacity． Both sets of the domination relations are also relations of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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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y of control power in the dual domination and claim over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7 － class-schema fits well with a 4 － cluster model estimated by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data from CGSS2010，suggesting that this deductive theoretical schema is empirically
relevant． Statistical findings based on CGSS2010 data also show that compared to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societies，China has a larger proportion of the command class，
relatively equal share of the new and old middle classes，but a smaller working class． It
has many more farmers，especiall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 regions． The class structure
is olive shaped in the east，but“圭”( gui) shaped in the center and the west．
Statistical findings also show that the proposed class schema can effectively explain
income inequality，which supports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re are relations of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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